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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从科学研究中完全剔除目的性价值判断

与意识形态判断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回顾科学

研究的历史就会发现，通常正是由于附带了目的性

价值判断，才导致了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和创造。
　　第二，即使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目的性

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认识的客观性” 还是

有可能通过努力克服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因果性价值

判断之混同得以确保。
　　第三，即使我们克服了上述的混同，也确保了

“事实认识的客观性”，研究成果一旦被政治、经济

目的所利用，研究者仍然要在方法论上负有社会责

任，并应该自觉认识到这一点。
　　第四，抱有科学研究可以排除目的性价值判断

和意识形态判断这种错误认识的研究者，在其研究

成果被某些特定政策集团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

目的所利用时，由于本人认为与此无关，当然也就

不会自觉认识到在方法论上必须对社会负责。在这

个意义上，持第四种立场的研究者更有犯双重错误

的危险性，即混淆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因果论价值判

断的危险性，以及缺乏应对自己研究成果的社会影

响负有社会责任的自觉认识之危险性。
　　实际上，今天的日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

还很难说在方法论上已经克服了上述问题。特别在

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更是如此。笔者将通过对日本的

现代中国研究的发展轨迹进行简单回顾来验证这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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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研究方法论之自觉意识的欠缺

（1）战前战中的中国研究及其方法论问题

　　“事实认识的客观性” 由于目的性价值判断与

因果论判断的混同而受到影响的例子，不仅在战前

战中作为国策研究的中国研究中，在今天的日本中

国研究中也屡见不鲜。
　　作为外国研究的现代中国研究和其他的外国研

究一样，在理论上不可能具备作为主体参与研究对

象国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变革的实践性。因为社会改

革和变革只能由当事国的人民作为主体来实现。
　　但是回溯历史，战前和战争时期的研究者却超

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境界，亲自尝试去对中国的政策

制定和社会变革进行实践性的参与，并且的确参与

了某些事件。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日本研究者

又开始了与中国政府的决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并

出现了某些带有参与中国的决策和社会改革之意图

的情况。23

　　首先探讨一下战前战中的事例。这些事例主要

存在两种类型（category）。
　　第一种类型就是日本侵犯他国主权，在占领地

实行殖民统治的情况下，研究者在政策上进行参与。
为了确立对华战略而设立的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

所等国策研究机关的研究者，以及参加东南亚等地

的日本军政统治的研究者属于此列。他们中的很多

人以追求日本帝国为盟主的 “大东亚共荣” 或 “大
亚洲主义” 为理想，坚信其研究的正当性。
　　第二种类型是抱有国际主义政治理想、立志为

国际革命运动献身而从事研究活动。比如参加

1933年11月建立的号召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

政府的满铁研究人员田中忠夫，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组织第三国际保持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也

不乏其人。
　　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为数众多的共产党员和马

克思主义者在坚信国际主义政治理念的同时，也成

为了在国策研究机关满铁调查部工作的研究者。除

了上面提到的田中忠夫，还有平野义太郎、中西功、
安齐库治、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24

　　其中平野义太郎可以说是最具特异性的。平野

是在 “日本资本主义论争” 中代表讲座派的马克思

主义学者， 但是1937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抗

日战争爆发后，他从第二类的国家主义革命家的范

畴 “转变” 到了致力于国策研究的第一类范畴。25 

最代表其思想 “转变” 的著作就是在1945年６月

日本即将投降之际出版的《大亚洲主义的历史基础》
（河出书房）。书中明确包含诸如 “以日满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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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汪精卫南京政府）为轴心”、“从英美的黑暗统治

中解放亚洲，降伏盎格鲁萨克逊在亚洲的霸权，以

东洋道义建设大亚洲共荣圈” 等政策目的性的价值

判断，他本人也强烈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与中西功

的《抗战力调查》和以满铁调查部为中心进行的 “华
北农村惯习调查” 截然不同。
　　平野的 “主义转变” 当然可以说是某种 “信仰

转变”，这种思想背叛是以某种发自内心的强烈愿

望为背景的，很明显，这是按照内在意志进行的从

“马克思主义者” 转向 “大亚洲主义者” 的充满信

仰的 “主义转变”。在这一点上，他与1933年日本

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的 “转变” 大

不相同。
　　佐野和锅山的 “转变”（日文为 “转向” ──
译注），也即他们在《改造》杂志上发表《告共同

被告同志书》（1933年７月，以下简称《转向书》），
之前，他们已经被捕入狱，饱受折磨。与此相比，
平野并没有经历过这一切，他的 “主义转变” 明显

带有强烈的自主性。
　　更何况正如吉本隆明所指出的那样，就连佐野、
锅山的《转向书》，从其内容上看，也与他们的入

狱和遭受迫害无关，其性质也是带有很强的根据“内
发性意志” 进行理论整合的产物，26 而没有经历过

入狱和迫害的平野的 “主义转变” 就更是如此了。
　　平野的 “主义转变” 中毫无疑问地有两个强烈

愿望在发挥作用。其一是要站在农民、工人等 “劳
苦大众” 一方，其二是要遵照劳苦大众的意志，经

过亚洲民众的国际民族大联合追求独立的 “亚洲民

族革命”。这两种愿望都是与 “马克思主义” 和 “大
亚洲主义” 一脉相承的。
　　但问题在于，佐野、锅山和平野的共同之处是，
在 “转变” 和 “主义转变” 之前，作为 “马克思主

义者” 应站在 “劳苦大众立场” 的目标实际上并没

有实现，反而导致了越来越脱离 “大众” 的局面。
　　不容置疑，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20世纪30年

代后日本农民和渔民等的急速贫困化，形成了他们

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垦荒和移民的状况。明治维新以

后，从前的贫苦农渔民特别是北越、信浓和东北地

区的民众中，很多人都寄希望于到北海道进行垦荒，
但是20世纪20年代后北海道也遭到了严重的灾荒，
逐渐丧失了接受新移民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对

于贫困至极的民众，其新的开拓地被指向满洲，朝

着战时体制发展，将天皇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皇国

民族主义急速抬头，进入40年代后他们更是参与

了 “大政翼赞” 国家体制。
　　马克思主义者在拥有站在劳苦大众一方的使命

感的同时，却在皇国民族主义极端高涨的日本民众

面前束手无策，所以从最初就必然会 “游离于大众”
之外。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表明其

站在大众一侧的立场时，只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

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教条出发进行分析，吉本隆明认

为这种理论上的自我完善是对日本民众的社会历史

等 “现实构造不加对应，只是根据理论自身进行的

自我完结”，因此才导致了 “游离于民众的现实”
的结果。27

　　实际上也不能说他们就完全脱离了民众社会之

现实构造，但他们只专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理

论分析民众的经济生活，比如工资、劳动条件、地

租等经济上的阶级压迫所产生的矛盾，以及 “动员

民众” 进行政治斗争。同时，他们却不在实践上关

注民众的另一个 “社会历史” 的现实，就是随着明

治、大正和昭和各时代历史的演进而产生的 “国家

幻想”。
　　佐野、锅山和平野等人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面对经济矛盾导致的政治局势，他们无一例

外地都难以摆脱通过 “动员民众” 的形式进行斗争

的倾向。还有一点很重要，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

是民众，或者说民众只是与他们自己割裂开来的“动
员” 对象而已，他们自己则是领导民众的 “先锋队”
或者知识分子。
　　但是，臭名昭著第三国际的 “32年指示” 却

突然命令日本共产党打出 “打倒日本天皇制” 的旗

号。可现实是，当时急剧贫困化的大多数日本民众

却越来越倾向于向天照大神（太阳神）后裔的天皇

和在他威望之下建立的 “满洲国”求助来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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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片面地命令 “打倒天皇制度” 的只能起到让日

共脱离群众的效果。这样当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不

管其主观上如何追求 “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客观

上却不能不脱离群众甚至与群众为敌了。
　　从结果来看，只要佐野、锅山、平野等人继续

保持其领导日本群众的先锋队意识，就不得不站在

拥护天皇制度的立场而选择背叛共产党、投靠 “皇
国民族主义” 的道路。平野义太郎认为，“皇国民

族主义” 要以明治维新以来的 “尊皇” 爱国为基础，
“以皇恩普照天下之公道为基础将亚洲各兄弟民族

团结为一个大家庭，来保卫亚洲，是皇国的当务之

急”。28

　　对于平野义太郎的这种明确的目的性价值判

断，当时的现代中国研究者和 “大亚洲主义” 的实

践者们都是非常认同并自觉进行的。但是以中西功

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即致力于世界革命的第二种类

型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却并非如此。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作为国策研究机关的研究者

的同时，却认为他们自己的研究并不是配合殖民地

统治和侵略大陆的国策，只是纯粹的 “客观” 研究

而已。在他们看来，这种追求 “客观” 的研究，自

然就可以证明日本侵略大陆的不合理性和破绽，并

成为对其国际主义政治理念的跨国革命运动之目的

具有价值的研究。29

　　问题就在于他们认为，作为革命实践者在政治

立场上他们拥有目的性价值判断，可作为国策研究

机关的研究员却可以在研究中不夹杂任何政治目

的。就是说，第一，他们认为作为革命者的自己和

作为研究者的自己可以截然分开；第二，他们形成

了一种成见，认为革命实践者将目的性价值判断带

入到科学研究中将有损于研究的 “客观性”。这两

点正是他们的症结所在。
　　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员

采用了躲进国策研究机关的手段来避开当时治安维

持法的政治迫害，作为研究员有意选择了不将自己

的政治立场带入其研究的做法。
　　但是他们在坚信只有超越国境的革命取得胜利

才是 “历史的必然” 的同时，也信奉遵循只有 “客

观” 的研究才符合历史法则的科学主义。因此他们

认为确保了科学 “客观性” 的研究就必然有利于革

命运动的研究，所以才可能将革命家的自己与研究

者的自己完全区分开来。
　　事实上，作为革命实践者的目的性价值判断不

可避免地会在他们的研究中发挥作用，只是他们并

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将目的论编入方法论的重要性而

已。
　　这种情况下，正如前述，方法论上的无自觉意

识虽然未必直接导致目的论与因果论的混同，但却

不可否认将增大混同的可能性。就是说在情报的分

析上容易产生过于或只重视有利于革命胜利的要

素。
　　第二，对于研究成果如何被利用，会产生什么

结果，容易产生研究者不会自觉认识到应负有何种

责任的问题。
　　换句话说，假设真的有学者忠实于日本军部的

国策所追求的目的，为了论证日军侵略中国的成功

而从事研究，这种研究并不一定就缺乏 “客观性”。
事后招致日军失败的结果并不能说其研究就是缺乏

“客观性”。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是否自觉地认识

到了在方法论上应严格区分目的论与因果论并付诸

于行动。

（2）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研究及其方

法论上的问题

　　在战后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中，由于日本已无

法像战前战中那样发动侵略战争、进行军政统治和

推行殖民地政策，上述第一种国策研究基本上就消

失了。同时，基于国际主义理想从事跨国研究的第

二种情况，除了在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工

作的研究者之外，基本上也销声匿迹了。特别是以

世界革命为己任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者更是急剧极

少。
　　世界革命组织第三国际的解散（1943年）、
1956年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国际共产党情报局

（Cominform）的解散、70年代末中国文化大革命

真相的披露等，都对日本社会弥散着的社会主义共




